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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合作到对抗: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与
青年党的关系演变

王 雪 超

〔摘要〕中国青年党是国民革命时期除国、共外的第三大政党。国民革命初期，在法国的中共旅欧

支部与同属革命阵营的青年党实现了低限度的合作。青年党于 1924 年移师回国后，共、青两党也都曾

有过寻求合作的言论和行动。然而，由于两党政治主张、革命策略的不可调和以及青年党的在国民革

命中的“不行动”，导致了中共将青年党定位为地主阶级与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两党关系也因之逐渐

恶化。国民革命后期，为了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共、青两党关系升级为主义、组织与活动上的全面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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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ooperation to Confrontation: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hinese Youth Party during the Period of

National Revolution
Wang Xuechao

Abstract: Besides the Chinese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Chinese Youth Party is the third lar-

gest party during the Period of National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National Revolution，the European

branch of the CCP． and CYP． are both in the Revolutionary Camp，hey implementing low limit cooperation． After

CYP． Return China in 1924，they had speeches and actions of seeking cooperation． However，because their revo-

lutionary tactics are difficult to be reconciled and the CYP．’s no acting in revolutionary，CCP． began to orient

CYP． As the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of Squirearchy and Comprador classes，so that，their relationship increasing-

ly began worse． In the later period，National Revolution，In order to seizing the leadership power of the revolu-

tionary，They for striving for leadership，they upgraded to all-round confrontation by doctrine，organizations and

activities．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政治最重要的事件莫
过于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时期的党派关系，尤
其是国共关系一直为学界研究热点，这与国共

两党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参与者，且后来都建立

了全国政权不无关系。然而，当时在国共两党
之外，还活跃着以 “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为
口号的中国青年党①。青年党成立于法国，1924

年 7 月移师国内后一度成为国、共两党之外的
第三大党。该党不仅参与了国民革命，而且与
中共的关系经历了由合作到对抗的演变。

目前，学界对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与青年党

的关系问题关注较少，偶有涉及，也多偏重于

中共与青年党的思想论争②。王奇生和吕芳上分
别从不同角度对该时期国、共、青三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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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青年党于 1929 年才公开党名，之前称国家主义
派或醒狮派。
详见李义彬: 《国家主义派的形成及其在第一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动活动》，《历史研究》1965 年第
5 期; 韩凌轩: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
义者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齐鲁学刊》1979 年
第 2 期; 赵德教: 《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主义派的政
治思想批判》，《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
1983 年第 S1 期 ( 增刊) ; 侯建明: 《大革命时期马
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论争》，《长白学刊》2008 年
第 2 期。



予以了较为详细的论述，① 但对中共与青年党的

关系均仅限于粗线条的描述。至于两者关系演
变的内在原因，两人更是着墨甚少。中共与青
年党诸多领导人②同源于少年中国学会，虽主义

信仰、政治分野不同，但都属于革命阵营。然
而，为何同属革命阵营的中共与青年党，非但

没有实现合作，而且还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两

党关系愈加恶化，几至水火不容的地步? 由此，

本文特就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与青年党的关系进

行考察和探讨，以求对上述问题有所澄清。

一、寻求合作

本来，中共在成立之初，特别强调自身的

“无产阶级性”，宣称要 “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
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③。后因
自身力量的弱小、革命形势的需要以及共产国
际的提议，中共逐渐接受和确定了与国内各

“革新党派”进行合作的方针。
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通过 《关于 “民主
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 “联合全国革
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以
“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并计划
“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
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革新团体，

及如何进行”④。中共三大之后，根据中共中央
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同在法国的国民党员王京

歧取得联系，商议两党合作问题，并于 1923 年
6 月 16 日达成协议。这样，旅欧共青团 70 多名
团员 ( 党员都是团员) 全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
国民党。在中共旅欧支部的帮助下，国民党旅
欧支部也于同年 11 月在法国成立。

当时，青年党尚未成立，其成员因鼓吹国

家主义而被称为国家主义者。在中共未成立前，

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曾就 “主义”问题在
《少年中国》杂志上有过争论，但只限于学理性
的争论，两派会友间依然保持着友谊关系。当
国共两党确定要建立合作关系之后，在法的国

家主义者颇为不满，多次发表文章反对 “联俄
容共”。自 1923 年底中国青年党成立后，中共
与青年党更是以 《赤光》和 《先声》为阵地，

就 “主义”与革命策略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在法的中共旅欧支部与青年党诸多领导人

本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友，虽各自主义信仰不同，

但所在两党毕竟都属 “革命政党”，有着共同的
敌人⑤。而且，两党正式成立前，留法的共产主
义者与国家主义者曾在 1921 年的 “二二八运
动”、“拒款运动”、“进驻里昂大学”及在 “旅
法各团体联合会”的斗争中，有过言论或行动
上的合作。因此，在同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的
同时，中共旅欧支部也在考察同青年党建立合

作的可能性。1924 年 3 月 22 日，李富春、刘伯
庄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提到: “此党 ( 指青年
党———引者注) 为新组织的政党，其首领为曾
琦、李璜、何鲁之 ( 均少年中国学会的) 、张子
柱等。他们以爱国主义为号召，以暗杀为手段，

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反对我们亦反对国民党”，

其 “虽立意在出风头，独创势力，但尚有革命
性。因之我们对之表面上除以言论批评外，于
国民革命的战线上，仍希望其能于行动上尽可

能的连 ( 联) 合去引导他们。”⑥此时，曾琦也
主张: “劝新党联合以向旧党作战”，但 “仍保
其独立之性质与特殊之主张，不必混入他党，

失却光明之态度”⑦。由此，双方在党派合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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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从“革命话语”的视角论述了国民革命时期
国、共、青三党党际关系的分合互动。参见王奇生:
《革命与反革命———1920 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
动》，《历史研究》2004 年第 5 期; 台湾学者吕芳上
则侧重描述了国、共、青三党在这一时期对“学权”
的争夺。参见吕芳上: 《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
1919—192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4 年，第 263—305 页。
中共方面有: 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
刘仁静、杨贤江、沈泽民、张闻天等; 青年党方面
有: 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陈启天等。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1989 年，第 3 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66 页。
中共以共产主义为信仰，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
主义”为口号; 青年党则以国家主义为信仰，以
“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为口号。
李富春、刘伯庄: 《向团中央的报告》 ( 1924 年 3 月
22 日) ，《党的文献》1991 年第 1 期。
《曾琦先生文集》 ( 下)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1993 年，第 1395 页。



事上态度都很明确，都主张革命性质的政党应

该联合在同一战线上，以对付国内外的敌人，

只是各自所主张的合作方式不同而已。

既然如此，中共与青年党便有了建立合作

之可能。1924 年 5 月底，周恩来约李璜及张子
柱面谈。周恩来指出: “目前国内新党联合，要
实行革命救国，我们大家虽然思想主张不同，

然而要打倒军阀政权，反对列强侵略，这是一

致的。我们在此打斗下去，殊无多大意思，不
如我们三党 ( 指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及在
法的中国国民党———引者注) 来一个停战协定，

从此不要再打斗而仍如以前的合作。”会谈结束
后，张子柱将此意见转告曾琦。曾琦考虑到
“青年党在法、德、比三地发展，已得党员一百
二、三十人，难于再事扩张”，故有意回国活
动; 且由于青年党在法 “只有稳健的发展，也
不宜长此与中共打斗下去”，遂与周恩来等人约
定，定期会面，订立休战协定。① 1924 年 6 月 7

日，曾琦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任卓宣，国民党
代表习文德、李富春 ( 时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
行部宣传科主任———引者注) 及本党人员张星
辀 ( 张历生) 等开会，商议新党联络办法，订
立规约十条，共以 “打倒军阀，抵抗列强”为
宗旨，彼此不得互相攻击。②

至此，中共与青年党的合作前景一时显得

比较乐观。1924 年 7 月，因国民革命发展需要，

周恩来返回国内。同月，青年党的领袖曾琦、

李璜也由法归国。曾琦回国的志向，即为 “从
主义与政策的宣传，以吸引青年知识分子; 期

之三年，有了可以信赖的干部同志，站住脚后，

然后再将青年党公开出来，以与国共两党相周

旋”③。显然，曾琦的长远规划就是先立足，再
凭势与国、共竞争。

1924 年 10 月，曾琦在上海创办 《醒狮周
报》，大肆鼓吹国家主义，批评共产主义及 “联
俄容共”政策，而中共一方则以 《中国青年》
《向导》《政治周报》 《政治生活》等刊物为阵
地予以还击④。虽然中共与青年党一直存在主义
及革命策略上的争论，但两党并不否认对方的

“革命性”，所以两党一面展开大规模的笔战，

一面也在思考着彼此合作的可能性。
国共合作建立前后，曾琦曾对党派合作问

题作过思考。他认为青年党不能仿效中共，不
应该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同其他党合作。在一次
致友人的信中，他表示: “窃以为凡人欲加入某
党，必须对于该党之 ‘主义’， ‘主张’， ‘手
段’，‘方略’，‘态度’，‘纪律’皆完全赞成，
方能加入……若仅以主义相同之故，便须隶于
一党，则英美诸国政党除 ‘无政府党’与 ‘共
产党’外，其他各党，无不立于 ‘国家主义’
之下，彼等何为而各自独立以相竞争耶?”⑤ 五
卅惨案发生后，他也感觉到国内党派有合作的

必要，认为 “以为我国今日所处之境地……乃
‘各党合作’之时，而非 ‘各党互斗’之日”。
因此，他提出了 “神圣联合”和 “新党联合”
的主张: “凡主义不同，主张不合之党，皆可各
保持其组织，特于某一时期，某一事件，各党

协商一共同之意见，而各竭全力以相助。如此，
则既无妨于各党鲜明之旗帜，又可以救共同托

命之祖国”，在此基础上，青年党愿 “与国民党
及其他爱国团体实行 ‘神圣联合’，以 ‘一致
对外’”。但同时，他又强调: 此 “神圣联合”
并非 “共产党与国民党之参杂混合”，而对于国
民党，只有 “放弃其联军阀之政策”，青年党才
“对内亦可一致进行革命”。⑥

曾琦这一含有 “党外合作”建议的 “神圣
联合”主张在当时条件下并无多少可行性，但
这多少展现出青年党期望党派合作的主动姿态。
中共当时亦做过争取青年党高层的工作，恽代

英和邓中夏就曾邀请左舜生在 《向导》和 《中
国青年》上写过文章。而左舜生也曾表示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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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璜: 《中国青年党之诞生》，《传记文学》 ( 台北)
第 17 卷第 3 期。
《曾琦先生文集》 ( 下) ，第 1403 页。
李璜: 《回国任教与对当时学术界的观察 ( 1924—
1926) 》，《传记文学》 ( 台北) 第 21 卷第 5 期。
据学者统计，中共党人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批评
国家主义的文章达 80 多篇。
《曾琦先生文集》 ( 中)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1993 年，第 683—684 页。
《曾琦先生文集》 ( 上) ，台湾“中央研究所”近代
史研究所，1993 年，第 120—121 页。



入国民党的冲动，只因找不到适当的介绍人而

作罢。① 1925 年 7 月，少年中国学会第六届年
会后，作为会友的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

刘仁静、杨贤江等人来到醒狮周报社，要求青
年党 “停止攻击国民党之联俄容共”，并邀请他
们一同加入国民党②。双方从早晨 7 点钟，一直
谈到吃过晚饭，“初时尚作客气姿态，辩论政策
问题……双方争至激烈时，拳不停挥，口沫四
溅，各以杀头相威胁，当时如有手枪，恐已血

流成河矣”③。最终， “两方的论点，到底无法
接近”。临别离去时，邓中夏留言: “好! 以后
我们相见于疆场之上吧!”④ 两党此次谈论不欢
而散，显示出彼此在主义及现实策略上的矛盾

难以弥合。虽然此后中共并没有完全放弃寻求
与青年党合作的意图，但更多地发起了对青年

党的言论攻击，尤其是对青年党在国民革命中

“不行动”的攻击。
1924 年 11 月 22 日，曾琦在致郑伯奇的信
中谈及共、青关系时，曾有过如下论述: “国内
共产一派之青年既加入国民党而实行 ‘国民革
命’，在理宜与吾辈无冲突，故不佞在欧尝倡
‘神圣联合’之说，盖以彼此明明尚有共同之大
敌在前，即军阀列强是也，乃彼等对于国家主

义仍日肆攻击，竭力诋诬，一若军阀可恕，官

僚可赦，政客可逭，而爱国派不容稍宽者! 呜

呼! 匹夫有罪，爱国其罪，党见如此，奈之何

哉! 亦惟有 ‘各行其是’而已。”⑤

由此可见，曾琦将共、青两党 “各行其是”

的原因归结于 “党见”，即两党的主义及革命策
略。事实上，两党 “党见”始终就存在分歧，

然则为何在法国时尚能实现低限度的合作，而

到国民革命开始后，两党关系却急转直下呢?

因此，在 “党见”之外，当另有他因。

二、正式决裂

政党是一定阶级和集团利益的代表，党际

关系的确定必须以各自的利益和客观情况作为

考量。共、青均是 20 世纪 20 年代新兴起的政
党，与民国初年的政党相比，“主义立党”是其
显著特征。所谓 “主义”可以视作某种意识形

态或理论主张的高度概括。政党的主义不同，

审视社会的立场与角度就会存在差异。
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提及政党间主

义之差别，就不能不涉及苏俄因素。众所周知，

中共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同时 “联
俄”也是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的政治基础———
新三民主义中的关键一条。但是，同样以革命
自居的青年党却对 “联俄”一策颇为反对。
在青年党人国家主义的革命观中，帝国主

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

的美、日、英、德等帝国主义是白色帝国主义，
而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苏俄则是赤色帝国

主义，共产国际只是 “苏维埃政府用以征服弱
小民族的一种御用机关而已”⑥。而苏俄向中国
输出 “世界革命”的价值观，也只是基于外交
策略的需要，目的是利用世界无产阶级与苏俄

的敌人———帝国主义进行 “冲锋”与 “决战”，

以此来打破十月革命后苏俄在国际间被孤立的

窘境。“冲锋”与 “决战”若败，“至多只是无
产阶级与弱小民族吃亏”; 若胜，“俄国便可实
现赤色帝国主义的好梦，称霸世界”。⑦ 作为共
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共，在青年党人眼中，不

啻为 “苏俄之驻华办事处”。中共的 “联俄”
只会 “引狼入室”、“授人以柄”⑧，甚至会促成
一切帝国主义的联合压迫，陷中国于万劫不复

之境地。简言之，在青年党人的革命观中，苏
俄是赤色帝国主义的代表，中共又是共产国际

在中国培植的 “傀儡”。因此，反俄必须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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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舜生自认为并不是一个革命者，且根本不会对任

何主义发生迷信，其最后加入青年党，也只是“一
种朋友关系的偶然”。参见左舜生: 《近三十年见闻
杂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 年，第 470 页。
李璜: 《内争不已，外患方殷 ( 1928—1931) 》，《传
记文学》 ( 台北) 第 22 卷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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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第 45 页。
方庆秋主编: 《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8
年，第 7—8 页。
《曾琦先生文集》 ( 中) ，第 679 页。
方庆秋主编: 《中国青年党》，第 98 页。
陈启天: 《反俄与反共》，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
年，第 22 页。
方庆秋主编: 《中国青年党》，第 104 页。



反俄必须反对国共两党的联俄政策，就成为青

年党人国家主义革命观逻辑推演的自然产物。

在中共一方，自从 1923 年三大提出 “国民
革命”的口号后，该词便具有明确的革命指向，

即: “打倒军阀”和 “打倒帝国主义”。在共产
党人的共产主义革命思想中，国民革命与世界

革命存在包含与递进的关系: 国民革命 “是世
界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要取得国民革命的胜
利，“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
族，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中国的力量才能排斥

帝国主义的势力”; 国民革命胜利之后，“更进
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

被压迫的阶级”①。可以说，国民革命在当时不
仅是一种宣传口号，更是中共革命的政治合法

性来源。青年党反对 “联俄”，表面上是对中共
革命策略的否定，实质也是对中共革命合法性

的质疑。而从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革命观出发，

既然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共同敌人都包括了

帝国主义，则帝国主义当然最恐惧中华民族与

苏俄的联合战线。因此，如果沿着中共的共产
主义革命观来推论的话，反对世界革命、反对
联俄的青年党自然就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

的联合战线之组成部分。由此，反对青年党也
成为中共革命事业之必需。

可以看到: “联俄”与 “反俄”分别是中
共与青年党从自身主义推演出的现实革命策略，

革命策略的截然相对又导致两党缺乏合作的现

实政治基础。而必须指出的是: 两党在革命策
略上的针锋相对只是双方关系恶化的必要条件，

而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则使双方在合作的道路

上渐行渐远。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开始后，中

共深入学校、田间、工厂，鼓动学生、农民、

工人起来参与革命。尤其五卅惨案发生后，在
中共的领导和推动下，由学生、工人、农民等
各阶层参与的五卅运动席卷全国。当时，中共
将五卅运动看做是 “民族自决反抗外力的第一
声”，而这一切，“皆由于实际运动而来”。②

当各阶层民众积极参与五卅运动之际，青

年党虽然发表了几篇反帝的文章，却没有更多

的实际行动。他们的 “不行动”③ 引起了中共
的不满。但虑及以往的情谊，萧楚女仍旧以朋
友的名义公开劝说青年党人要 “从此丢开坐而
论道的 ‘笔’，脱下西装，走出洋房和大学讲
室”，来 “和我们来做基本工作”。④ 1925 年冬
至 1926 年初，北京、上海、南京、汉口等地相
继爆发了反对奉系军阀和段祺瑞政府的群众示

威活动。为联合全国反奉力量，中共号召孤军
社和醒狮社 ( 青年党组织———引者注) 与他们
联合起来反对奉系军阀，建立人民政府。中共
指出: “我们自信都是为被压迫的中国人的利益
奋斗的。虽然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彼此不
能相互谅解，然而我们都是一样希望中国早日

达到自由的地位……所以我们相信，若是我们
的实际行动与表面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在许

多时候与地方，还是可以有一致的动作。”⑤ 在
中共公开表示出合作意图后，青年党的回应却

颇令中共失望。青年党认为中共 “一面漫骂人，

又一面劝人 ‘捐除成见’，与他要好，显然是一
种愚弄他人的 ‘政客手段’”; 还批评中共联合
反奉军阀打倒军阀只是 “徒使国民多一番牺牲
而已”; 并认为若要根本打倒军阀，“不能利用
军阀来打军阀，而须多做点 ‘宣传和教育的工
作’，唤起人民的觉悟，促进人民的团结，然后
能运用人民的自力，以铲除一切国贼”; 最后还
提出了与中共合作的六项条件，包括了 “( 一)

停止攻击国家主义; ( 二) 停止宣传共产主义;

( 三) 停止拥军阀以倒军阀的恶手段; ( 四) 停

止假借外力增长内乱; ( 五) 拒受俄国贿赂;

( 六) 驱逐俄人鲍罗廷及加伦，以表示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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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464—4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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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的行动。
楚女: 《谁叫醒狮派人学李汉俊?》，《中国青年》第
86 期，1925 年 8 月 1 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告孤军社醒
狮社诸君及一般国家主义的青年》，《中国青年》第
107 期，1926 年 1 月 4 日。



如其不然， “不但不能与他们 ‘一致动作’，

而且不可参加他们的 ‘行动’，做他们策略的
牺牲”。①

显然，青年党提出的六项条件渗透着其

“反俄”的革命观。对于这样的条件，中共当然
不能接受，转而指责青年党只是 “爱用空洞洞
的 ‘爱国’两字牺牲国内弱小民族与被压迫阶
级的实际利益”，“藉口做宣传教育工作，避开
一切实际战斗”，而 “决不肯想个甚么切实方法
( 做) 点甚么实际行动”， “他们所谓 ‘爱国’

本只是骗人，所以他们在任何时间，决不感合

作的需要。他们表面是一个主张———国家主义，

里面又是一个主张———藉个名色为自己造地位
抢饭碗，而一方以反共产及诬蔑革命民众献媚

于帝国主义者，军阀、名流、学者、绅士、大
商买办”。因此，中共提出: 要联合不愿受资本
家地主压制的农工，“在最短期间，组织人民政
府，打倒帝国主义军阀，用合当的政策引中国

到没有资本家地主存在余地 ( 共产主义) 的路

上去。我们要打倒一切妨害中国到这个路上去
的反动派”。② 1926 年 3 月，北京 “三一八血
案”发生后，共青团以上海学生总会的名义再
邀青年党参加反段 ( 祺瑞) 市民大会，仍被拒
绝。同年 9 月 5 日，四川发生 “万县惨案”，上
海学生会邀请曾琦参加各团体讨论 “万县惨案”

的会议。曾琦则以 “这是共产党的运动，我们
不参加”为由，再次予以拒绝。③ 中共随即对
青年党发起攻击，指出: “他们的行动和言论告
诉我们: 中国国家主义者的根本任务并不在

‘外抗强权’，只在攻击世界无产阶级的前锋中
国民族革命的友军苏俄; 并不在 ‘内除国贼’，

只在攻击中国民族运动的领导者工人阶级及其

政党共产党。”④陈独秀则径直称青年党为 “不
行动的党”，认为 “象这样一个不行动的党，似
乎用不着别人再去批评他了”⑤。经过这几次的
邀请与被拒绝，中共对与青年党合作的前景由

“希望”彻底转向了 “失望”。

应该说，青年党对中共邀请共同参与行动

的冷淡回应，是青年党的国家主义革命观以及

现实革命策略的结果，中共也因此逐渐对两党

合作，哪怕只是行动上的联合，不再抱有希望。

但此时，中共对青年党的批评虽然不无激烈言

论，却大体仍能以友人相称，表示两党关系尚

未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如果说在 “行动的时代”
( 罗志田语) 的 “不行动”使得青年党一方主
动与中共渐行渐远的话，中共对青年党逐渐清

晰的阶级定位则将其推到了 “敌人”的位置上。

正如毛泽东所言，“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
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⑥。
中共对其他政党的阶级定位直接影响了其党派

政策。以马列主义立党的中共，在整个国民革
命时期，始终以阶级分析法来审视革命过程及

革命中的各个政党。
依据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时代 “两大相互直接对立
的阶级”⑦。沿用这种分析方法，中共在建党之
初就将自己定位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并提出:

“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
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⑧ 后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在二大上肯定了中

国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尚具 “革命
性”， “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发达到一种程度，
中国资产阶级已能为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反对

封建制度的军阀了”⑨。在三大上，中共决定与
被自己视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进行合作。
而在此时，中共对青年党却没有明确的阶级定

位，只是强调其 “尚有革命性”、“并不否认资
本主义”。这种认识也是中共早期寻求与青年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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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原因所在。然而，随着中共对资产阶级
认知的深化与青年党革命态度的变化，中共将

青年党逐渐定位为一个 “反革命”的资产阶级
政党。

本来，从中共的阶级分析观念出发，资产

阶级虽然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定

的革命性，但因天生具有 “依附性”和 “妥协
性”的特点，其革命性并不彻底，在一定时期
和一定情况下甚至会表现出 “不革命”或 “反
革命”的一面。1923 年，陈独秀就将中国的资
产阶级划分为革命的、反革命的与非革命的三
类。不过，这种划分只是他对正在形成过程中
的国共合作的理论思考。此时，他尚未对青年
党有明确的阶级定位。国民革命开始后，面对
青年党的 “反俄”与反对国民革命的舆论批评，

中共也只是指责青年党 “把士商阶级看得很重
要，而很忽略农工平民的力量”，认为即使 “假
定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的，然而中国革命既有

各阶级合作的必要，则使他们能努力革命，至

少亦是我们在向帝国主义作战时的伴侣”，“我
们愿意与一切革命的党派合作，但我们希望他

们革命，不愿看见他们把革命的事业放下，反

转只顾和比较革命的人为难”。① 可见，中共已
有了将青年党归类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倾向，并

且开始质疑他们的革命态度。

五卅运动是中共对资产阶级认识变化的转

折点。在运动中，资产阶级态度，由前期的同
情、支持转变为与西方列强妥协、拒绝援助工
人。在共产党人看来，这无疑是资产阶级 “软
弱性”和 “妥协性”的充分暴露，是资产阶级
与帝国主义准备联合起来的表现。

早在 1925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四大就明确提
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而

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 “妥协性”的充分暴露，

更是让中共意识到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掌握

领导权的必要性。瞿秋白在对五四至五卅时期
革命思潮及国民革命运动的阶级进行分析时指

出: 五卅运动是 “无产阶级指导下之联合战线
发展的最高点”，而 “资产阶级看着无产阶级的
势力足以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国民革命的

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权利……于是开
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的指导权以消灭革命”，同
时 “帝国主义者尤其害怕这种运动的彻底发展，

正在努力 ‘工作’，做反对所谓赤化苏联的宣
传，离间挑拨资产阶级”，而青年党对国家主义
的宣传就是 “资产阶级发现自己的 ‘阶级觉
悟’”的表征，青年党和国民党右派的兴起，也
只是 “帝国主义者不得不于军阀以外另找一种
比较 ‘灰色’的工具”，目的就在于使资产阶
级 “攫取革命思想的指导权”。② 这里，他已经
明确将青年党定位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将国家

主义的兴起视作与中共进行革命思想指导权的

争夺。帝国主义与军阀是中共革命的对象，而
他把青年党与帝国主义、军阀相并列的提法，

无疑是将青年党摆到了革命对象的位置上。

五卅运动为中共从革命态度角度区分不同

群体的阶级属性提供了实际经验。因此，在运
动过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共特别强调与资产阶

级的斗争。而这时青年党在实际行动中的 “不
行动”，尤其是其与国民党右派的“过分亲密”，③

最终导致中共将其定位为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

表。1925 年 12 月，毛泽东根据资产阶级的经济
地位与革命态度，将资产阶级划分为三种: 一

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

的附庸; 二是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

级，对于中国革命持有矛盾的态度; 三是小资

产阶级，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和小知识阶层。

其中，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代表中国最落后
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

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
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

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而其政治代
表则是青年党与国民党右派。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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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中共对青年党的阶级定位由模糊逐

渐走向清晰，由在法国时的 “尚有革命性”、
“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到 “把士商阶级看得很
重要”，转为帝国主义的 “灰色”的工具，最
后明确为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

这种称谓的变化折射出了共、青两党的关系演
变。对中共来说，青年党已经从先前的 “朋友”

演变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成为

“反革命派”。既然中共视青年党为 “反革命
派”，则双方的对抗就日益不可避免。

三、全面对抗

从 1925 年底开始，中国政治思想界呈现急
剧分化的态势，如时人所指出，“在每个革命行
动，和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行动中，只能容许

你选择一个意见，或者革命或者反革命”①。而
伴随着北伐战争的不断推进，国内各党派对革

命领导权的争夺日益激烈，反映在共、青关系
上，则是合作无望后，双方在主义、组织及活
动方面对抗的全面升级。

在中共方面，1925 年 11 月，中共中央就曾
发布中央通告，指出: “我们现在对于国家主义
派及国民党右派之思想上的争斗，非常重要，

必须在此种争斗上得到胜利，我们在学生运动

中才能得到胜利。学生青年在国民运动中占重
要的地位。”② 12 月，谈到共、青两党的争论
时，刘仁静也认为: “两派争论的重心，是一革
命的策略问题”，而 “争论的中心是谁领导国民
革命的问题”③。

青年党人起初虽对政党鼓动学潮以自利，

颇不以为然，而对藉教育问题推波助澜，扩大

党势，也深以为恶，④ 但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

一个特殊时代的青年，有其特殊的使命，组织

民众是全民革命与全民政治的基本工作，青年

学生是民众的一部分，青年学生的组训也就不

可少了⑤。后来，在青年党人的努力下，各地国
家主义团体相继组织起来。1925 年 10 月，国家
主义青年团成立。1925 年冬，青年党党部由巴
黎移至上海。1926 年 7 月，青年党在上海召开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最为重要的工

作就是组织系统的完善，青年党建立了由上到

下的中央党部、省 ( 特别市) 党部、县 ( 市)

党部、区 ( 乡) 分党部等整套组织系统，进一
步加强了实力，并为党务发展及与中共相抗衡

奠定了组织基础。
1926 年 7 月，在国民革命军即将北伐的前
夕，共青团在第三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中将国家

主义归入 “反革命”之列。决议案指出: “国
家主义虽然在思想上代表中国士绅之自大与排

外主义，但是国家主义派的行动与言论，客观

上自然而然被买办阶级所利用以为反俄反共之

工具。这种主义可以蒙蔽社会上一般落后分子，

因为他用类似民族主义的口号做反革命宣传，

他本是旧统治阶级的思想，根本与工农的革命

势力不能相容。所以实际上他们只反对工农革
命势力的发展 ( 所谓内除国贼，只是反共) ，及

反对世界无产阶级与中国平民联合战线 ( 所谓

外抗列强，只是反对苏联) 。因此国家主义在言
动上只是买办阶级的一个反革命工具。”⑥这样，

中共就以决议案的形式将青年党的 “反革命”

身份规定下来。此后，双方开始进入主义、组
织与活动全面对抗的阶段。

北伐开始后，青年党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

缩。1926 年 10 月 16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发布命令，指出: “查近年一般思想落后之
徒，结成所谓国家主义派，甘受帝国主义者与

军阀官僚豢养，对于本党主义及国民政府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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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静: 《告国家主义的青年》， 《中国青年》第 104
期，1925 年 12 月 6 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525 页。
仁静: 《告国家主义的青年》， 《中国青年》第 104
期，1925 年 12 月 6 日。
参见靖涛: 《教育界之混乱》， 《醒狮周报》第 25
期，1925 年 3 月 28 日。岫云: 《共产党摧残广东教
育之阴谋》， 《醒狮周报》第 47 期，1925 年 8 月 9
日。舜生: 《共产党破坏全国教育》， 《醒狮周报》
第 50 期，1925 年 8 月 29 日。
参见陈启天: 《我们青年的使命与工作》， 《醒狮周
报》第 73 期，1926 年 3 月 6 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文件》
( 1926 年 7 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办公厅编: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 3 册，内部
刊行，1957 年，第 203 页。



施，日事诬蔑破坏……训各级党部、党报一致
努力反攻，以期扑灭邪说，并摘出各项通令查

照，希一奉到此令，即对该派开始攻击，或演

说宣传，务使人民视听正确，邪说日就销灭，

是为至要。”①之后，先是广东、湖南、湖北地
区的 《醒狮周报》被禁，接着，醒狮周报社亦
被查抄，并有 10 余人被拘捕，《醒狮周报》几
乎因此而中断。从 1926 年下半年至 1927 年上
半年，国共两党关闭了青年党在广东、湖南、

湖北、四川、江西、安徽等省 10 余所学校，报
纸 20 余种，上百青年党党员被拘禁，甚至
被杀。②

在青年党看来，中共视其如 “眼中钉”和
“背上刺”，“必欲去之而后快”③。因此，也自
然是针锋相对，陈启天就宣称: 要 “用适当的
主义打倒共产党的主义，用严明的组织打倒共

产党的组织，用在青年、农工和军人中的实际
活动打倒共产党的活动”④。

两党对抗最激烈之处当属对青年学生群体

的争夺。据阳翰笙回忆: “当时 ( 指五卅运动
时———引者注) 国家主义派和我们争夺青年，

在上海、南京一带活动很厉害，我们和他们的
斗争非常激烈。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受帝国主义
豢养的、凶相毕露的国家主义派，我们作了大
量准备。凡是曾琦、李璜、余家菊、左舜生常
去活动的地方，我们也在那里作好布置，和他

们唱对台戏。他们的人一讲完，我们就立即有
人接上去讲，针锋相对，逐条批驳。经常在这
种场合出现的，不是恽代英，就是萧楚女。恽
代英亦庄亦谐地批判他们，萧楚女嬉笑怒骂地

驳斥他们。”⑤ 不惟面对面的争论和辩驳，两党
也发生了直接冲突。1926 年 6 月 13 日，青年党
人陈启天应邀到武昌中华大学演讲 “中国教育政
策”。中途，共、青党员发生肢体冲突，导致多
人受伤，直到警察赶到，才制止了事件的扩大。

事后，双方各执一词，青年党指责中共 “蓄意
闹场”⑥，而中共则认为青年党有意陷害 “革命
青年”⑦。

除争 “学权”外，两党还在上海展开了对
工人运动领导权的争夺。1926 年下半年，随着

北伐的胜利推进，中共领导的上海工人运动热

烈高涨。曾琦认为必须打进工人阶级内部去，

才能阻遏北伐的发展，并主张从帮助工人学文

化、办夜校入手。11 月，青年党在上海沪西区
大夏大学附近开办工人夜校，以图在工人阶级

群体中培养青年党的势力。此举当然引起了中
共的警惕。不久，两党对工人的争夺日益升级，

出现武力争斗，甚至流血事件。⑧

可见，随着北伐的进行，两党间的争论已

经发展为全方位的冲突，甚至越出了正常的党

派竞争范围。然而，自 1927 年国民党先后发动
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的活动逐

渐转入地下，并逐渐将主要力量退到农村。与
此同时，青年党也因国民党的 “清党”政策而
日渐陷入困境，组织也开始涣散。如时人所言，
“平日讲国家主义的人或团体，有倒戈者，有溃
散者、有退缩者，甚至有三跪九叩以献降表
者。”⑨ 此后，两党的关系进入了一段相对平静
的时期。

四、余 论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革命型政党的全面崛

起，开启了中国政党政治的新时代。1921 年中
共的成立，1923 年青年党的组建，以及 1924 年
国民党的改组，都是这一现象的表征。

国、共、青三党都主张革命，革命对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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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帝国主义与军阀，缘何国、共实现了合作，

而共、青却渐行渐远? 对比国、共的成功合作，

或可对我们理解共、青寻求合作的夭折有些
助益。

在革命策略上，国、共有关于 “联俄”的
相同理念。孙中山在革命屡次受挫后，确立了
“以俄为师”的理念，并在苏俄的帮助下，制定
了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形成
了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与中共的民主革命
纲领的若干原则基本一致，这就成为两党合作

的政治基础。而共、青虽都以帝国主义和军阀
作为革命对象，但两党在革命策略问题上却截

然对立。中共主张 “联俄”以推翻帝国主义，

苏俄是其联合对象; 青年党则将苏俄视作 “赤
色帝国主义”，当然也就成为他们的革命对象。

这种在策略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双方失去了

合作基础。

在合作方式上，国共两党采取共产党以个

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进行合作，而青年党

却担心党内合作会使其 “失却光明态度”，失去
党的独立性，从而主张与国、共只能进行党外
合作。这种在合作方式上的认识歧异也导致共、

青进行合作的愿望最终落空。

纵观国民革命时期共、青两党关系的演变，

可以看到: 苏俄因素贯穿始终。虽然没有材料
可以证明苏俄直接决定了中共对青年党政策的

制定，但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共，无疑

在意识形态、组织建设、政策制定方面受到了
苏俄的强有力影响。事实上，国民党的改组，

国共合作的实现，以及国共合作的破裂都与苏

俄息息相关。按理，中共与青年党关系的发展
走向也离不开苏俄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革命型政党的产生、发展以
及彼此关系的演变，都与苏俄存在割不断的关

联。苏俄在当时中国政治发展中地位的凸显，

一方面表明苏俄国家实力不断强大，越来越成

为中国政党乃至政治发展中影响极大的一个国

际因素; 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近代以来 “西学
东渐”的具体内涵开始发生内部转移，即由
“欧风美雨”逐渐转向了 “以俄为师”，而中国

各政党，尤其是中共与苏俄关系的历史演变由

此也拉开了序幕。

对中共与青年党关系演变的历史由表及里

进行剖析，可以看到: 两党由寻求合作到全面

对抗，“主义”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主
义”之所以关键，在于五四之后传统儒家的官
方地位崩溃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权威真空需要填

补。因此，以 “主义立党”的两党就必然要以
“主义”为基本依凭展开竞争，确立意识形态权
威地位，夺取革命的话语权，并树立政治合法

性。因为意识形态具有天然排他性，所以，共、

青缘于不同意识形态所形成的革命策略也难以

调和。青年党不愿响应中共号召而采取 “不行
动”，中共将青年党定为 “反革命”政党，都
是各自意识形态逻辑推演的现实政策。需要注
意的是，革命的日趋激进化也是共、青关系恶
化的重要时代因素。一方面，新兴革命型政党
对革命的积极认证，使革命被建构为一种与政

治合法性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另一方面，

不同政党基于各自政治利益与意识形态的考量，

争相对革命做出扬己抑他的诠释，导致革命话

语的日益专断性与革命渐趋激进化。随着革命
的不断激进化，政党间的差异愈发难以弥合。

在这一过程中，政党正常的竞争演化为非此即

彼的角逐，手段也日益由舆论上升为武力。合
作自然无望，全面对抗也就在所难免。

可以说，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与青年党关系

由合作到对抗的演变，为之后两党关系定下了

基调。抗战胜利后，青年党在强势的国共两党
格局下，最终选择了国民党阵营，或可从这一

时期寻找出些许迹象。另外，中共对青年党的
阶级定位，也基本形成于这一时期，中共此后

对青年党的批判及回顾，也大体以这一阶级定

位为着力点，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两党早期合

作的努力和历史。对此，我们也应该有所关注，

并着力挖掘，以探求对历史的丰满和完善。

( 本文作者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2010 级博士生 天津 300071)

( 责任编辑 王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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